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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为视域
———略谈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体会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研讨：中国哲学从业者的素质问题
主持人：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承贵教授

编者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呈多极、纵深发展之态势，学术成果
不断问世。然而，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相关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中国哲学从业者的素质
问题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中国哲学从业者应如何提出问题？中国哲学从业者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哲学从业者需要怎样的素质？等等，都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这里编发的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理解。希
望以此为契机，引起学界同行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健康、科学而富有成
效地开展。

唐代孟浩然有诗曰：“皇皇三十载， 书剑两无
成”。 自1978年考上研究生，师从冯契先生学习中
国哲学史，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 先生曾多次教
诲：“不能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至今谆
谆之貌犹在眼前，然反躬自问，愧对师门，在学术
上成绩寥寥。 唯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三十年来自
己始终没有离开学术研究领域， 因而多少还能谈
点研究的心得体会。
当时报考研究生时， 招生目录上规定的研究

方向是中国近代哲学史。 进校后，写的硕士论文是
《“五四”前后胡适派“科学方法”的再评价》（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 《中国近代哲学
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样我基
本上就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为主要方向了。 三十
年来，自己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体会，归结起来就

是：以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为视域。
比较自觉地以此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视

域，与1980年代有关文化传统的讨论有关。 在这场
讨论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
化(主要是指儒学传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包袱,
只有彻底地抛弃它, 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成功的希
望。 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现代化之
所以步履艰难,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
以来对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儒学传统 )采取全盘否
定的态度,从而无法有效地使传统文化转换为支援
现代化的思想财富。 这种观点是以现代新儒家为
代表的。 上述的“包袱”论和“财富”论貌似对立,其
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仍
然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包袱”,
也不可能成为“财富”。 那么，这个前提是否是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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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呢？
传统文化在古代中国产生影响力， 主要有以

下三个环节。首先是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以典籍为
重要载体, 人们正是通过对这些典籍的不断讲授、
领会和阐发,使得其中的思想观念一脉相传。 其次
是行为方式。 大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主要
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行为方式的训练 ， 即以
“礼”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准则。再次是语言传递。古
代汉语(文言)的特点是言约义丰,它的字、词有多重
的意义,在同一词语里积淀了长久使用中所蕴含的
各种情感。 因此,随着语言的传递,传统文化的丰富
情感也就得以为后人所接受、咀嚼、发展和引申。
就以上三个环节而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
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再把
古代典籍奉为必读的教科书,“礼”也不再是行为的
准则,现代汉语的教学也很少传递词语中的传统情
感了。 但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然可以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某些巨大影响。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此可以用个比喻:某个人的形体、容貌、体质等和
其祖先的遗传因素有着一定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有
经过这个人的父辈,才会对其发生影响。 所以,需要
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父辈”使得传
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发生了影响力?这个“父辈”是
近代的思想文化。 传统哲学的影响也是经过中国
近代哲学而对当代中国产生影响的。
因此， 以近代哲学为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不

仅是对研究近代哲学的意义的一种认识， 也是研
究近代哲学应有的一种视域。 就是说,我们只有对
中国近代哲学有充分的研究和深刻的把握,才能弄
清楚传统哲学是如何嬗变的,是经过了怎样的改造
和筛选使得某些传统消解、某些传统强化了 ;才能
弄清楚当代中国哲学发生的历史背景,从而进一步
明了当代中国哲学前进的方向。 正是从这样的视
域出发, 我在有关论述中国近代哲学的论著中,比
较注意揭示中国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和筛

选,以及这种改造和筛选对以后中国哲学的正面和
负面的作用。 从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
近代哲学作为传统与当代的交接点， 不是突然发
生的，是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嬗变为先导的。 因为这
一时期的思想横亘在传统和近代之间， 因此我把
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有
机部分。 关于明清之际思想的研究,有两种对立的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启蒙

时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类,是近代的曙光。 另一
种观点认为,明清之际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
的自我调整, 只是日落西山时天空中的一抹晚霞。
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判断明清之际思
想中的近代因素。 “曙光说”充分肯定了明清之际
思想的近代意义,但对其有所夸大；“晚霞说”较多
分析了明清之际思想与传统思想观念的联系,但基
本忽视了包含其中的近代因素。 在对“曙光说”和
“晚霞说”的合理成分和偏颇之处加以分析的基础
上,我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胚胎 ,所谓
“胚胎”,就是说明清之际的思想表现出从传统过渡
到近代的某种动向,但终究是个胎儿，没能发育为
冲破母体而诞生的婴儿， 但为近代思想的产生提
供了某些潜在的养料， 因而它与代表新时代思想
观念崛起的西方文艺复兴并不相类,也与原先的中
国传统有区别。 由“胚胎”说来考察明清之际与近
代的内在脉络， 实际上是对近代作为传统与当代
交接点的历史追寻。 就我的研究而言，主要从明清
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这个侧面来阐释 “胚胎说”。
以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

视域，在纵向上需要关注明清之际，在横向上最需
要关注的则是西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关联。 中国
近代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重要特点， 就是受到
西方哲学的影响，开始汇入世界哲学之中；而这一
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重
要背景。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哲学是由西方
哲学催生的，但它又不是西方哲学的翻版，而是中
国思想家自身的创造。 这种创造在本质上是西方
思想中国化的过程。 所谓中国化可以从两个层面
来分析: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 就社会层面而言,中
国近代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想之所以能
影响中国,是由于它们总是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
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 就文化层面
而言,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 ,有着
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面貌。
就文化层面来讲,西方思想的中国化过程始终

贯穿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就是说西方思
想的中国化，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即既要接续
西方思想的理论，又要承继中国思想的传统。 这里
存在着三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环节: 变革、 融合、制
约。 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动相适应,中国人所青
睐的基本上是西方的近代思想。 这些西方近代思
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 这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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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必然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变革的过程。 没有这样的变革,西方近代思想
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 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
的,也是可能的。 西方近代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变革,
是为了使人们认同它。 然而，对任何外来新的思想
的认同,实际上是将其或多或少地与传统文化相融
合,否则外来思想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
强加的。 所以,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
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 一般说来,两者的
融合是以两者具有某种相通性为基础的。 西方近
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存在时代性、 民族性
差异,但由于两者所要回答的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
题是共同的,因而对共同问题的回答有某些相通之
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是有可能的。 西方近代思
想中国化是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 予以
自觉地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变革和融合这两个
环节,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内在地联
系在一起的: 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
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在变革传统文
化的过程中实现,同时也使变革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感和亲和力。 无论是变革或者融合,都是以对西方
近代思想的理解(把握)为前提的。 理解总是在主体
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
统文化的观念或意识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

有一定的位置。 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
构的组成部分, 也参与了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
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

解,即传统观念或意识渗入到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
解中,使其打上传统观念或意识的印记。 这种制约
作用对主体而言往往是无意识的,但却是不能忽视
的。 通过影响主体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传统文
化的制约成为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过程中与变

革、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又一个环节。
以上大略地说了西方思想影响近代中国的一

般性看法。 在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中把这些看法充
分地体现出来, 把其中的环节深入地揭示出来,是
需要花大力气的。 就我本人而言,主要是研究了西
方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因为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想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最

大。
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中国化,是一个化外在为

内在的过程,即把外来的具有世界观意义的科学理
论演化为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具有科学

意义的崭新世界观。 我借用传统哲学的“道器”范
畴, 将这样的一个化外在为内在的过程概括为 :器
道升替。 具体来讲,“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形
成。 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
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 ,则进
入了“道”的领域。 进化论思潮形成于戊戌前后,就
是由器提升为道的过程。 ”“道之裂变”———进化论
思潮的发展。 同一进化论之道,与改良派有不同的
特点,这些特点是:把进化论和革命相联系;把大同
理想和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相联系;把破除经学和保
存国粹相联系; 这些不同体现了进化论思潮的发
展。 “新道代旧道”———进化论思潮的落退。新文化
运动一方面依然崇信进化论,以此来批孔和倡导科
学、民主,另一方面又在选择新涌进的“主义”取代
进化论。 在这一过程中,进化论既是世界观也是方
法论,对文学、历史领域有很大影响,表现为即道即
器;同时它又从世界观之道还原为具体科学之器。
这样的器道升替过程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变

革、融合以及传统文化对进化论的制约。 从某种意
义上讲,进化论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前导,因为进化论思潮演变的主流表现出转向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特别

需要研究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得传统
文化对当代中国发生影响力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是传统与当代之间最直接的环节。 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存在着上

面所说的变革、融合、制约的环节,问题在于如何进
一步展开这些环节。 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
是从以下四方面展开的: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作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由此显示马
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第二、
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农民文化传统的关

系 ,如果对此不甚了了 ,就不可能全面地说明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与其传

统文化结合的;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
统哲学进行比较, 揭示两者理论内涵上的异同，以
论证两者具有的互补性;第四、探讨近30年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联,认为前者是以近代
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改造为思想资源的,也是
以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来淘洗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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